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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吸收会减少服务就业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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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究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对于助推我国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缩小南北经济差距,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文章首先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构建微观机理模

型,阐述数字化技术影响服务就业的内在机理,其次借助主成分分析

法对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 2008—2018 年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和交

易效率指标进行了测度和评价,最后运用空间计量等实证方法检验了

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定量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主要

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和增进行业分工来扩张服务就业,数字化技术从总

体规模上并没有减少服务就业量,且对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

动密集型服务就业呈现依次增强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南北方的数字

化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南方的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效

应显著高于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南北经济差距和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但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检验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

就业的影响具有空间外溢性,这对于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缩小南北经

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　 数字化技术;服务就业;南北经济差距;新兴古典分工理

论;空间溢出效应

0　 引言

Eichengreen
 

and
 

Gupta(2013)认为全球服务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两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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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转向中等收入时,各种非正式服务部门会迅速增长,当
经济体超越中等收入水平时,数字化技术促进更为复杂的服务就业将变得重

要。 近几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总就业规模,其中,
2018 年服务业数字经济比重为 35. 9%,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服务业的劳

动力数字化转型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国家统计局官网)。 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水平,这意味着数字化技

术对我国服务就业的影响程度将会更深。
但伴随着经济总量和服务就业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相对

于东中西部的差距并没有随之缩小。 如 2000—2018 年南北方地区占全国 GDP
的平均比重为 64. 56%与 35. 44%,占服务就业的平均比重为 58. 46%与 41. 54%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造成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南方地

理优势、气候优势和改革开放先行的政策优势外,我们还注意到 2008—2018 年

南方省份的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也存在显著的优势,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8—2018 中国省级行政区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

数字化技术水平 省份名称

小于 2. 0 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新疆、海南、宁夏、广西、黑龙江、内蒙古、山西

2. 0 至 3. 0 江西、河北、吉林、河南、陕西、四川、湖南、安徽、湖北、辽宁

3. 0 至 5. 0 重庆、福建、天津、山东

大于 5. 0 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广东

　 　 注:作者根据官方数据计算绘制。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典型特征事实,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进入 21 世纪

以来,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数字化技术推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加快了服务业发展

进程,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 国内文献对我国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基本上

也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 对这一经济现象的解释,代表性的文献如下。 陈龙

(2002)从 GDP 总量和人均值、财政收支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居民

收支水平、工业产值和进出口额等 7 个维度比较了南北发展差距,并从所有制

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程度、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经济

体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剖析了成因。 盛来运等(2018)使用结构分解

和经济计量面板模型研究发现南北经济发展差距主要受资本积累、体制改革、
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就业人数等几个方面的影响。 邓忠奇等(2020)的研究发

现中国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 2013 年开始拉大,但 2016 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差

距则出现缩小趋势,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

型的差异。 这些文献的共同之处都是从多维度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来探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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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基本一致,得出的研究

结论也基本相同,在一定程度上能比较好地解释南北经济发展的现实差距。 但

这些文献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没有从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的层面去做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发展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经典理论解释主要有循环累积因果理

论、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特别是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把一

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最初某一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动会对后

续经济发展起着强化和积累作用(郭熙保,2019)。 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解释区域经济落后的根源,并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

与突破以及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这种理论视角出发,我们认

为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同样会

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一个区域对数字化技术的吸收程度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区域经济后续的发展能力。 但该理论不能解释一个区域

对数字化技术吸收程度的差异。 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运用边际和超边际分析方

法,从分工、交易效率和市场规模相互演进的内在逻辑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古典

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解释。 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视角和分

析方法重点探讨数字化技术吸收程度的差异怎样影响服务就业程度的差异,再
通过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检验数字化技术通过服务就业如何影响南北经济发

展的差异。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 1 部分主要对国内外关于数字化技术、服务

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进一步指出该文的主要贡

献;第 2 部分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构建数字化技术如何影响服务就业

的数理模型,并作详细的模型推演,得出进一步检验的相关假说;第 3 部分为数

字化技术水平和交易效率等关键指标的测度与相关性分析;第 4 部分运用基准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计量检验相关假说,运用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对模型

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第 5 部分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一步检验数字化技术

如何通过服务就业影响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第 6 部分是主要的研究结论和政策

性含义。

1　 相关文献回顾

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是创造还是破坏? 一部分国外学者的观点

认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实现复杂和新颖的服务提供来进一步推进服

务化(Lerch
 

and
 

Gotsch,2015;
 

Grubic,2018)。 由于信息技术使用标准化非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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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成为现实,这有利于服务就业增加(Hsieh
 

and
 

Esteban,2019)。 由于机器人

自动化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数字化技术虽大幅降低贸易成本,但仅略微降低

了劳动力成本份额,所以在总体规模上不会对服务就业造成替代性影响(Birch-
Jensen

 

et
 

al. ,2020)。 另一部分观点认为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应用,不断改

变生产方法,产生新产品和服务,降低劳动力成本,带动数字化技术对劳动力的

替代(Balsmeier
 

and
 

Woerter,2019),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技术引致高技能服务就

业的普遍增加,而低技能服务就业会相对减少,从长远和总体上看数字化技术

对服务就业有正净影响(Dinlersoz
 

and
 

Wolf,2018)。 但本文的实证检验发现,数
字化技术无论是对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还是对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就业的

增加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数字化技术从新兴行业成长、交
易效率提升和市场规模扩大等路径正向净影响服务就业增加。 因此,本文的研

究可以看成是对这两支文献的补充与突破。
数字化技术为何能影响服务就业,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方面,Autor

 

et
 

al.
(2003)通过构建影响就业的新技术基准模型,认为自动化机器替代了部分低技

能劳动力,从而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Benzell
 

et
 

al. (2018)通过构建跨

期迭代模型研究得出新技术在一定条件下虽然能够完全替代低技能的工作,但
是只能替代一部分高技能工作,也会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工作。 Graetz

 

and
 

Michaels(2018)通过构建工业机器人与就业的数理模型,以及实证检验发现机

器人对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但 Thoma(2017)和 Hoedemakers(2017)分别检

验了机器人和信息技术如何影响就业,结果发现机器人与信息技术能够显著地

促进就业。 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构建了内涵技术和就业创造的内生增

长模型,结果显示数字化技术在替代某些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新岗位,
净效应主要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 这些文献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遵循新古

典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家庭和企业两个层面建立目标函数,采用边际分

析方法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最后从得到的一般均衡条件去解释和论

证。 本文则继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分工视

角进一步解释和论证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增加的正向影响。 因此,本文的研

究也可以看成是对这支文献的补充与突破。
国内学者关于数字化技术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数字技术或者智能

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来论述,直接研究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 汤铎铎等(2020)研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

业模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积极影响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认为在疫情

影响下,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电子办公、电子银行、电子政务、电子购物等传

统的需要面对面交流的活动都更加需要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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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郭凯明(2019)通过构建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数字化技术提高如

何影响生产要素流动以及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孙早和侯玉琳(2019)则认

为工业智能化会加剧智能设备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而较少影响高技能劳动

就业。
服务就业为何能最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呢? 服务业就业比重提升一

直以来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产

业发展的基本规律(Fisher,1939;Clark
 

et
 

al. ,1940;Bruegel
 

et
 

al. ,1987;Cox
 

and
 

Mair,1988;郭克莎,2000)。 学者们对服务就业的认识随着产业结构演变不断

深化。 西方学者 Fuchs(1968)较早意识到服务产业越来越重要,服务就业扩大

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了服务经济概念。 但也有部分学者(Baumol,1967;
Baumol

 

et
 

al. ,1985)认为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因为其具有相对较

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服务业发展可能导致“成本病”。 服务业成本病在很长时

间内成为学者们争论的话题(Buchele,1983)。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服务业与信息技术的高度融合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性质,包
括相对较低的生产率,ICT 正在成为促进服务就业的新动能(Gordon

 

and
 

Sayed,
2020)。 数字化技术一般使制造业失业,而使许多服务业能进行自由贸易,以服

务为主导的国家产业发展道路可能会成为常态,而不是特例 (Baldwin
 

and
 

Forslid,2020)。 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业发展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影

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鲜有文献从数字化技术吸收和服务就业视角

去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2　 机制分析与理论模型

数字化技术为什么能促进服务就业? 尽管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理论进行解

释,但本文主要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进行理论解释。 新兴古典经

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之处在于前者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 新

古典经济学把专业化分工、交易效率和市场规模作为外生给定变量来研究如何

最优化配置稀缺资源,而对于人们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和模式决策的分析,以及

关于市场协调分工功能的分析基本忽略。 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从消费者-生产

者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出发,用超边际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分工网络规模是如

何由市场决定的,认为交易效率是影响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因素,许多经济现象

具有较为复杂的分工网络特征。
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数字化技术作为影响数字经济形态

发展的关键要素资源,就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消费者和生产者对这种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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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水平的选择程度会形成特定的社会分工网络规模,具体表现为劳动就业转

移和创造以及新兴行业的出现,从而也就决定了市场容量和总需求,最终影响

数字经济形态下的资源配置效率,特定社会的交易成本或者交易效率内生地影

响这种作用机制的演化进程。
本节余下部分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构建数理模型,从分工视角

分析数字化技术演进如何促进服务就业增加和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新兴古典

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思想,借鉴杨小凯和张永生(2003)及庞春(2010)的分工模

型,假定存在一个有 M 个天生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经济体,决策者集是一个

连续统,存在专业化经济(曾世宏和刘迎娣,2020)。 数字经济背景下,越来越多

的产品也依托数字技术进行生产,但数字化技术越来越以技术服务的形式提

供。 因此,进一步假定最终产品 z 的生产需要劳动 l 加中间传统技术 x 和数字

化技术 y,传统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率

不同。 设传统技术的生产率 λ1,数字化技术的生产率 λ2,且 λ1 <λ1。 传统技术

相对成熟,其生产已经不需要学习成本,而数字化技术会产生较高的学习成本。
最终产品 z 根据 CES 生产函数来生产。

2.1　 模型基本框架

　 MaxU = z + kzd (1)
s. t.
　 zp = z +zs =[(x +λ1kxd) ρ +(y +λ2kyd) ρ] β / ρ lαz (2)

　 xp = x +xs =lαx (3)

　 yp = y +ys = ulαy (4)

　 lx +ly +lz = 1 (5)

　 pxxs +pyys +pzzs =pxxd +pyyd +pzzd (6)
其中(1)为最终产品 z 的效用函数,(2)为最终产品 z 的生产函数,(3)(4)为两

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函数,(5)是禀赋约束,(6)是预算约束。
对于上述决策,有如下假定:第一,zp、xp、yp 分别表示最终产品 z、传统技术

x、数字化技术 y 的产出量,z、zs、zd 分别表示最终产品的自给量、供给量、需求

量,x、xs、xd 分别表示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的自给量、供给量和需求量,y、yd、ys 分

别表示数字化技术生产方式的自给量、供给量和需求量。 第二,k 表示交易效率

系数,k∈[0,1]。 第三,ρ 为替代弹性系数,1 / ρ 表示生产最终产品的两种生产

方式 x 和 y 之间的互补程度。 第四,β 为两种生产方式复合为最终产品的产出

弹性,β∈[0,1],α+β 为最终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为了简便计算,假设传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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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字化技术具有相同的专业化经济程度 α,α>1,传统技术 x 和数字化技术 y
的生产率随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第五,lx、ly、lz 分别表示传统技术、数
字化技术、最终产品的专业化水平,li∈[0,1],i = x,y,z。 第六,μ 为两种生产方

式的专业化水平转换率,由于数字化技术会产生较高的学习成本,因此实际的

数字化技术生产方式的专业化水平为 μly,μ∈(0,1),而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的学

习成本较低,假定 μ= 1,因此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的专业化水平为 lx。 第七,Px、
Py、Pz 分别表示传统技术、数字化技术和最终产品的价格,为了简便,假定 Pz =
1,作为计价标准。

决策者可以选择自给自足,也可以选择专业化的分工结构,结合文氏定理

(Weng,1998),有以下 5 种结构:自给自足结构 A(xz)、A(yz)、A(xyz),传统型完

全分工结构 B(xz)以及创新型完全分工结构 C(yz)。

2.2　 超边际决策及一般均衡分析

2.2.1　 决策 A: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是指每个经济体独立生产和消费产品,不同经济体之间不存在交

易,包括 A(xz)、A(yz)和 A(xyz)三种结构模式。
结构模式 A(xz)是指经济体只生产传统技术,并使用传统技术加劳动生产

最终产品且自己消费,有 xs = ys = zs = xd = yd = zd = y = 0,x>0,z>0,角点均衡为:

UA(xz) = αβ
α+αβ( )

αβ α
α+αβ( )

α
①。 结构 A(yz)与结构 A(xz)对称,求得结构 A(yz)的

角点均衡为:UA(yz) = μαβ αβ
α+αβ( )

αβ α
α+αβ( )

α

。

结构模式 A(xyz)是指经济体同时生产传统技术 x 和数字化技术 y,并使用

两种生产方式生产最终产品 z 且自己消费,有 xs = ys = zs = xd = yd = zd = 0,x>0,y>

0,z>0,求解角点均衡为:UA(xyz) = μαβ 1+μ
αρ

αρ-1[ ]

β

ρ-αβ αβ
α+αβ( )

αβ α
α+αβ( )

α

。

比较自给自足决策 A 的三种决策模式的角点均衡得:UA(xz) >UA(yz) 恒成立;

当
1
ρ

>α 时,UA(xyz) >UA(xz) >UA(yz),当
1
ρ

<α 时,UA(xz) >UA(yz) >UA(xyz)。

2.2.2　 决策 B:传统型完全分工

传统型完全分工是指在 M 个经济体中,一部分经济体专门生产最终产品 z,
另一部分经济体专门生产传统技术 x,互相之间进行交易,包括 B(z / x)和 B(x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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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所限,省略超边际分析的详细推导过程,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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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结构模式,设生产最终产品和传统技术的就业人数分别为Mz、Mx,Mz+Mx =M。
结构模式 B(z / x)是指经济体直接在市场上购买传统技术 x,并使用传统技

术加劳动生产最终产品 z,有 xs = ys = yd = zd = x = y = 0,xd >0,z>0,zs >0,求解的角

点均衡为:UB(z / x) =
λ1kβ
Px

( )
β

1-β

(1-β),同理,结构 B(x / z)的角点均衡为 UB(x / z) =

KPx。

根据效用均等原则,UB(z / x) = UB(x / z),得:Px = (λ1kβ) β 1-β
k( )

1-β

,所以传统型

完全分工决策 B 的效用水平为:U(B) = (λ1k2β) β(1-β) 1-β。

结合市场出清条件和人口规模等式,有 Mx =
λ1k2β

λ1k2β+1-β
M,Mz = 1-β

λ1k2β+1-β
M,

将 Mz、 Mx 分 别 对 交 易 效 率 k 求 导, 得:
∂Mx

∂k
=

2λ1kβ 1-β( )

(λ1k2β+1-β) 2 > 0,
∂Mz

∂k
=

-2λ1kβ
(λ1k2β+1-β) 2 <0。

由上式可知,随着传统技术和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传统技术的

需求、角点均衡效用水平即人均真实收入增加,专业生产最终产品的就业人数

减少,提供传统技术的就业人数增加(曾世宏和刘迎娣,2020)。

2.2.3　 决策 C:创新型完全分工

创新型完全分工是指在 M 个经济体中,一部分经济体专门生产最终产品 z,
另一部分专门提供数字化技术服务 y,互相之间进行交易,包括 C(z / y)和 C(y / z)
两种结构模式,设生产最终产品和提供数字化技术的就业人数分别为 Mz、My,
Mz+My =M。

结构模式 C(z / y)是指经济体直接在市场上购买数字化技术服务 y,并使用

数字化技术服务加劳动生产最终产品 z,有 xs = ys = xd = zd = x = y = 0,yd >0,z>0,

zs>0,求解的角点均衡为:UC(z / y) =
λ2kβ
Py

( )
β

1-β

(1-β),同理,结构模式 C(y / z)的角

点均衡为:UC(y / z) = μαkPy。

根据效用均等原则,UC(z / y) = UC(y / z),得:Py = (λ2kβ) β 1-β
μαk( )

1-β

,所以创新型

完全分工决策 B 的效用为:U(C) = (μαλ2k2β) β(1-β) 1-β。

结合市场出清条件和人口规模等式, 有 My =
μαλ2k2β2

μαλ2k2β2 +1-β
M, M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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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β
μαλ2k2β2 +1-β

M,将 Mz、My 分别对交易效率 k 求导,得:
∂My

∂k
=

2μαλ2kβ2 1-β( )

(μαλ2k2β2 +1-β)2 >

0,
∂Mz

∂k
=

-2 μαλ2kβ2

(μαλ2k2β2 +1-β) 2 <0。

分析可得:随着最终产品和数字化技术服务的交易效率提高,数字化技术

服务的需求以及角点均衡效用水平即人均真实收入会增加,专业生产最终产品

的就业减少,提供数字化技术服务的就业增加,交易服务需求大大增加(曾世宏

和刘迎娣,2020)。

比较两种分工结构的角点均衡得:当
λ1

λ2
>μα 时,UB>UC;当

λ1

λ2
<μα 时,UC>UB。

综合比较上述三种决策及其结构模式的角点均衡,得到一般均衡及其超边

际比较静态分析,见表 2。

表 2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
ρ

<α
1
ρ

>α

交易

效率

λ1

λ2
< μα λ1

λ2
> μα λ1

λ2
< μα λ1

λ2
> μα

λ2 <
Q

μαk2 λ2 >
Q

μαk2 λ1 <
Q
k2 λ1 >

Q
k2 λ2 <

σQ
k2 λ2 >

σQ
k2 λ1 <

μασQ
k2 λ1 >

μασQ
k2

结构 A(xz) C A(xz) B A(xyz) C A(xyz) B

　 　 注:Q= α
α+β
β βα-1

(1-β)
1-β
β (α+αβ)

α+αβ
β

,σ= 1+μ
aρ

αρ-1( )

1-αρ
ρ 。

由上表可知: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分工演进,即随着交易效率 k 和传统

技术、数字化技术这两种技术的生产率 λ1、λ2 不断提升,当达到一定水平后,一
般均衡由自给自足转向有分工的专业化结构,即由自给自足决策模式 A 转到有

分工的决策模式 B 或 C。 在两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 λ1 和 λ2 不断提升的过程

中,当
λ1

λ2
>μα 时,有 UB>UC,即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生产率大于数字化技术生产方

式生产率一定比例时,使用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即效用水

平)要高于使用数字化技术生产方式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因此理性的经济体

会选择使用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生产最终产品;随着数字化技术生产方式的生产

率不断改进提升,当达到
λ1

λ2
<μα 时,有 UC>UB,即数字化技术生产方式生产率大

于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生产率一定比例时,使用数字化技术生产方式的人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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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要高于使用传统技术生产方式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此时理性的经济

体会转向使用效用水平更高的数字化技术服务生产方式生产最终产品,从而实

现帕累托改进,数字化技术服务生产方式也就在市场上出现。 伴随着交易效率

的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也进一步得到提升,数字化技术服务生产方式逐渐

替代传统技术生产方式,最终产品会以创新型完全分工形式进行生产,由数字

化技术导致的创新分工出现,劳动就业从生产部门转到使用数字化技术的服务

部门,经济增长表现为以数字化技术进步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为导向的增长。 通

过以上模型推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随着交易效率提高,市场规模扩张,分工演进,以数字化技术服务为生产方

式的创新型完全分工在市场上出现。 创新型完全分工演进促进劳动就业从生

产部门转到使用数字化技术的服务部门,经济增长表现为以数字化技术进步带

动的服务业发展为导向的增长(曾世宏和刘迎娣,2020)。 因此,数字化技术通

过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服务就业。

3　 关键指标的测度与相关性分析

3.1　 数字化技术水平的测度与相关性分析

3.1.1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昌忠泽和孟倩(2018)关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沈运红

和黄桁(2020)对数字经济水平的测度方法,并参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

书》关于数字经济的衡量,创新性地构建了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指

标,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数字化技术创新水平及数字化技术应用水平

三个一级指标,涉及电信、移动电话、互联网、企业数量、固定资产投资等 11 个

细化的二级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数字化技术可能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行业,
但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数字化技术应用的产业定为高技术产业及软

件行业。 因此,所选取的评价中国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 11 个指标不可能

全面涵盖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各个场景,本文能够做到的是在一定范围内近似

测度出中国各区域的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曾世宏和刘迎娣,2020)。 综合参

考涉及测度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各个变量的相关各类统计年鉴,最终选取

我国 2008—2018 年 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作为测度

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样本。 测度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指标和数据来源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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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数字设施

发展水平

电信水平(电信业务总量) 各省统计年鉴

通信科技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 各省统计年鉴

信息资源采集能力(各地区互联网上网人数占常住

人口的比重)
CNNIC 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

数字化技术

创新水平

企业数量(数字经济企业数量)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新产品生产情况(新产品销售收入占 GDP 比重) 各省统计年鉴

固定资产投资(数字经济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创新能力(数字经济产业专利申请数)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研发强度(R&D 经费支出 / GDP)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研发人员(R&D 人员全时当量) 《中国统计年鉴》

数字化技术

应用水平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销售额)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收入水平(数字经济产业服务收入)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采用表 3 中的 11 个细化的二级指标,参考樊纲等(2003)构造市场化指数

的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度 2008—2018 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数字

化技术发展水平①。

3.1.2　 测度结果与统计分析

从测度结果来看,2008—2018 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区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

最小值为 0. 48,最大值为 14. 22,这说明数字化技术水平发展迅速,对于社会和

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但是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甚

大,说明中国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特别是南

北地区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差异非常大,北方除了个别省份如北京、天津,其他地

区的数字化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南方的数字化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北方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很高,西北

部的一些省份,比如青海、甘肃、新疆等省份数字化技术就处于较低水平,南方

只有极个别西南省份,如云南,数字化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数字化技术作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其吸收程度也能反映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 数字化技术吸收程

度较低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也比较落后。 南北地区的数字化技术水平

也基本与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相吻合。
为了进一步直观了解数字化技术水平与服务就业的关系,本文采用

Stata15. 0 软件绘制数字化技术水平观察值与中国服务就业水平观察值的散点

图。 通过观察两者的散点拟合效果,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 1)。 观察图 1,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服务就业和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散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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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列出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和具体测度结果,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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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都集中在某条直线的两侧,这说明我国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与服务就业水平

之间可能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
进一步将服务业按要素密集程度分类,分别绘制数字化技术与劳动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种类型服务部门就业的散点分布图,见图 2 至

图 4。

图 1　 数字化技术与服务

就业散点分布

　 　

图 2　 数字化技术与劳动密集型

服务就业散点分布

图 3　 数字化技术与资本密集型

服务就业散点分布

图 4　 数字化技术与知识密集型

服务就业散点分布

从图 2 至图 4 可以看出,数字化技术水平与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资本密

集型服务就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就业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我们初步判断数字

化技术可以促进这三类服务就业,后文将进一步通过实证进行检验。

3.2　 交易效率的测度与相关性分析

借鉴已有研究对交易效率的测度(Buckley
 

and
 

Chapman,1998;高帆,2007;
柳江,2012;颜冬,2017),本文构建了包含基础设施(各地区公路里程数)、通信

(电话普及率)、市场化程度(城镇个体或私营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城市化水平六个

指标来综合反映交易效率,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历年统计

年鉴,运用 SPSS25 统计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交易效率水平(曾世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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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娣,2020),绘制了数字化技术水平与交易效率、数字化技术水平和交易效

率交互项与服务就业之间关系的散点分布图,见图 5 和图 6。

图 5　 数字化技术水平与

交易效率散点图

图 6　 数字化技术和交易效率

交互项与服务就业散点图

通过观察图 5 和图 6,可以看出这几个变量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初步判断

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服务就业,与理论分析相一致,后文将

进一步运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上述命题。

4　 假说检验

4.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4.1.1　 基准模型设定

　 　 本节将采用省级面板模型检验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效应。 基准

模型设定为:
LnSeri,t = α + βLnDigi,t + γLnX i,t +μi +vt +εi,t (6)

其中,Ser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服务就业,Dig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数字化技

术发展水平,α 为常数项,X i,t 为控制变量,μi 为个体效应,vt 为时间效应,εi,t 为

随机扰动项,β,γ 为待估计的系数。

4.1.2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为进一步估计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路径,本
节还考虑交易效率的中介效应,参考已有研究方法,如,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为:
LnEffii,t = α + βLnDigi,t + γLnX i,t +μi +vt +εi,t (7)
LnSeri,t = α + βLnEffii,t + γLnX i,t +μi +vt +εi,t (8)
LnSeri,t = α + βLnEffii,t + δEffii,t ×Digi,t + γLnX i,t +μi +vt +εi,t (9)

其中,Effii,t 为中间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6)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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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主要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服务就业(Ser),采用服务业就业人数来衡量。 然后做

行业异质性检验,参考李夏玲和田泽永(2014)对服务业要素密集部门的划分,
将 14 个服务部门分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Hmf)、资本密集型服务业(Mmf)及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Lmf)。 具体来说,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住宿和餐饮服务,公
共管理,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卫生和社会工作;资本密集型服

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金融,租赁和商务,科学技术,
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教育。 通过分别加总计算出三类服务部门的服务就业

人数来进行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Dig),采用上文测度出来的数

据来衡量。
(3)

 

中间变量。 交易效率(Effi),采用前文测度出来的数据来衡量。 通过

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影响服务

就业。 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应用,将
加速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速度和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扩张市场规模,促进服

务就业。
(4)

 

控制变量。 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服务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由于在测度交易效率这个中间变量时已经将城市化水平纳入指标,故在此

不将城市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免产生共线性等问题。 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服务化、技术进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物价指数处理后的人均 GDP 表示。 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越自由,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新知识的流动和

新技术的应用,服务业也越发达,服务就业的机会和形态也越多(曾世宏和刘迎

娣,2020)。
产业结构服务化( is)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 产业承载着

就业,产业结构演进和优化升级一般也会带来就业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欧阳艳

艳等,2019)。
技术进步(tech)用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表示。 新技术在产品生产和贸

易中的应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规模生产,增加服务的种类和数量,拓宽服务

供给和消费渠道,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服务就业(曾世宏和刘迎娣,2020)。
政府财政支出(admin)。 一方面,政府增加公共事业支出,投入到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可以吸引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政府在科研院所、职业技校

等方面的教育投入,可以培养更多具有高知识或高技能的劳动力,促进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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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的提升,这对带动服务就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余泳泽和刘大勇,2018)。
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

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①。

4.2　 检验方法和结果分析

4.2.1　 检验方法

　 　 根据数理模型得出的理论假说,数字化技术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服务就业的

提升,而且还能够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促进服务就业的提升。 下文主要采用中

国经验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深入检验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定量影响。 首先

做豪斯曼检验,以决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其次用基准模型检验

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直接影响效应;再次检验数字化技术通过交易效率的

中介效应对中国服务就业的影响机制,并将数字化技术水平分为三个层次分别

检验;然后做行业异质性检验;最后做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4.2.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dig
0. 338∗∗∗ 0. 340∗∗∗ 0. 267∗∗∗ 0. 227∗∗∗ 0. 186∗∗∗

(22. 50) (22. 74) (12. 38) (7. 52) (5. 49)

pgdp
0. 029∗∗ 0. 027∗∗ 0. 027∗∗ 0. 029∗∗

(2. 36) (2. 20) (2. 26) (2. 44)

is
0. 275∗∗∗ 0. 289∗∗∗ 0. 316∗∗∗

(4. 50) (4. 71) (5. 13)

tech
0. 094∗ 0. 083∗

(1. 88) (1. 68)

admin
0. 321∗∗∗

(2. 62)

常数项
6. 152∗∗∗ 6. 454∗∗∗ 5. 358∗∗∗ 5. 211∗∗∗ 4. 865∗∗∗

(161. 78) (48. 25) (19. 43) (18. 25) (15. 58)
样本数 330 330 330 330 330

R2 0. 9860 0. 7011 0. 7136 0. 7193 0. 7199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样本数 330 330 330 330 330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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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准回归模型中逐步加入四个控制变量,可以看出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

业的影响一直保持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数字化技术确实能够促进服务就

业,且结果具有稳健性,与前文散点图两者的正相关关系相一致。 首先观察基

准模型,当数字化技术每提升 1%,会带动服务就业提升 0. 186%,且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这说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其次就模型中的四个控制变量来

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服务化、技术进步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每提升 1%,会
带动服务就业分别提升 0. 029%、0. 316%、0. 083%和 0. 321%,这几个控制变量

均对服务就业保持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政府财政支出水平这一控制变量对

服务就业的影响系数最大,这说明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还主要是政府主导推

动的。

4.2.3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交易效率的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基于交易效率的中介效用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Effii,t Seri,t Seri,t

dig∗effi
0. 145∗∗∗

(5. 71)

effi
0. 162∗∗∗

(5. 07)

Dig
0. 672∗∗∗ 0. 012

(12. 95) (0. 29)

pgdp
-0. 007 0. 031∗∗ 0. 025∗∗

(-0. 58) (2. 55) (2. 48)

is
0. 223∗∗ 0. 363∗∗∗ -0. 030

(2. 43) (6. 23) (-0. 40)

tech
0. 319∗∗∗ 0. 182∗∗∗ 0. 230∗∗∗

(5. 80) (4. 29) (4. 77)

admin
0. 478∗∗∗ 0. 338∗∗∗ 0. 175

(2. 89) (2. 73) (1. 30)

常数项
1. 304∗∗∗ 4. 544∗∗∗ 6. 793∗∗∗

(2. 97) (15. 97) (19. 03)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R2 0. 9546 0. 9872 0. 9907

从表 5 可以看出,数字化技术与交易效率的交叉项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服务化、技术进步、政府财政支出等控制变量对服务就业影响的中介效

应。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数字化技术和交易效率的交叉项之后,数字化技术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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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效率的交叉项对服务就业呈正向影响,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当数字化技

术和技术进步交叉项每提升 1%,将带动服务就业提升 0. 145%,模型拟合效果

较好。 依次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服务化、技术进步

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控制变量后,数字化技术与交易效率交叉项对服务就业依

然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数字化技术通过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服务就业,
与前文的理论分析得到的命题相一致。 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信通技术,加速了

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速度和效率,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

和企业的各种交易成本,提高了供需双方的交易效率,带动行业形成专业化、集
成化、规模化生产,促进了制造服务化、服务数字化,产生了许多服务新业态,扩
大了市场规模,从而带动了服务就业。

4.2.4　 行业异质性检验

进一步将服务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种类型,分
别检验数字化技术通过交易效率如何影响三种不同类型的服务就业,回归结果

见表 6。

表 6　 数字化技术对服务行业就业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dig×effi
0. 174∗∗∗ 0. 105∗∗∗ 0. 0785∗∗∗

(4. 85) (3. 60) (3. 73)

dig
0. 120∗∗∗ 0. 089∗ 0. 147∗∗∗

(5. 36) (1. 83) (4. 18)

Lnpgdp
0. 012 0. 009 -0. 005

(1. 06) (0. 72) (-0. 53)

is
-0. 067 -0. 002 -0. 278∗∗∗

(1. 06) (-0. 02) (-4. 51)

tech
0. 190 0. 168∗∗∗ 0. 102∗∗

(0. 40) (2. 97) (2. 51)

admin
0. 512 -0. 230 -0. 128

(4. 56) (-1. 48) (-1. 15)

常数项
4. 299∗∗∗ 4. 106∗∗∗ 6. 568∗∗∗

(14. 21) (10. 02) (22. 19)

个体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时间固定效应 固定 固定 固定

样本数 330 330 330

R2 0. 9870 0. 9860 0. 9930

表 6 显示的是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与交易效率的交互项,以及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服务化、技术进步、政府财政支出等相关控制变量对行业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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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就模型的回归结果而言,首先,在逐步加入相关控制变量

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一直保持着正向影响,这说明

数字化技术确实能够通过交易效率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

就业,而且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当数字化技术每提升 1%,将会带动劳动密集

型服务业就业提升 0. 1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总体拟合程度较好。 因此,
数字化技术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通过提

高交易效率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 理论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能会

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人力劳动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但现实数据和本文的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技术对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并没有产生替代效应或

者挤出效应而是具有创造效应,原因在于数字化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提升了

分工水平,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张,可能短期内会减少某一行业的劳动就业量,
但是总体上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人数是增加的,即数字化技术对劳动密集型服

务就业总体上有促进作用,因此检验结果符合经济直觉。
同样,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交易效率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我国资本密集型

服务就业,而且结果具有稳健性,当数字化技术每提升 1%,将会带动劳动密集

型服务业就业提升 0. 17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总体拟合程度较好。 因此,
数字化技术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就业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通过提

高交易效率促进中国资本密集型服务就业。 数字化技术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就业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数字化技术每提升 1%,将会带动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就业提升 0. 078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总体拟合程度较好。 这说

明数字化技术能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 在模型中依次引入控制变量

后,数字化技术与交易效率的交互项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的提升依然呈显

著的正向影响,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综上所

述,数字化技术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通过提高

交易效率促进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就业。
通过上述行业异质性检验,可以看出,数字化技术对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

资本密集型服务就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知识密

集型服务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大。 理论上,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机器换人现象会倾

向于替代重复性的中低技能的劳动力,对就业产生创造性破坏;而按照历史经

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及数字技术革命的深入,世界各国的服务就业人数

整体上仍在不断增长。 这说明技术革命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具有相反作用的抑

制就业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数字化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和

生产效率,实现了规模生产,市场规模进一步得到扩张,从而拉动了还未实现自

动化和智能化的岗位或者新兴岗位对就业的需求,总体上增加了劳动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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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劳动就业,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新业态和新模式,至少在短

期内不会引起服务就业总量的减少。 因此上述实证检验的数字化技术对三种

类型服务就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结果是符合理

论假说和经济现实的。
 

4.2.5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前文已经验证了数字化技术能够直接促进服务就业的提升,并从服务就业

的横向角度,分别研究了数字化技术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

务就业的影响,得出数字化技术能够促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

服务就业的结论,本节进一步从服务就业的纵向角度,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数

字化技术对不同规模服务就业的影响作用,分位点分别设置为 0. 25、0. 5、0. 75,
并借鉴张宇和赵敏(2017)的研究,以互联网普及率( Ipr)作为数字化技术的替

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7 第(1)至(4)列。 基准模型还可能存在内生

性问题,表 4 显示数字化技术能够带动服务就业,反过来服务就业的快速发展

也能促进数字化技术进步,二者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同时可能还存在重

要解释变量遗漏的情形,因此需要解决内生性问题。 借鉴胡俊(2019)的研究,
本节选取每百人邮局数以及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考虑扰动项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采用广义矩估计进

行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7 第(5)至(6)列。

表 7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

分位数回归(分位点分别设置为 0. 25、0. 5、0. 75) 替换解释变量 2SLS GMM
(1) (2) (3) (4) (5) (6)

dig
0. 209∗∗∗ 0. 242∗∗∗ 0. 248∗∗∗ 0. 096∗∗∗ 0. 327∗∗∗ 0. 348∗∗∗

(3. 93) (3. 85) (4. 78) (4. 41) (7. 42) (8. 13)

Lnpgdp
0. 016 0.

 

018∗∗ 0. 010 0. 029∗∗ 0. 025∗∗ 0. 029∗∗

(1. 53) (2. 18) (0. 98) (2. 36) (2. 24) (2. 52)

is
0. 173∗∗ 0. 239∗∗∗ 0. 282∗∗∗ 0. 406∗∗∗ 0. 142∗∗ 0. 124∗

(2. 55) (2. 74) (2. 98) (7. 23) (2. 16) (1. 91)

tech
-0. 001 0. 040 0. 046 0. 185∗∗∗ -0. 007 -0. 046
(-0. 02) (0. 98) (0. 96) (4. 28) (-0. 12) (-0. 84)

admin
0. 420∗∗ 0. 100 -0. 155 0. 264∗ 0. 16 0. 108
(2. 32) (0. 45) (-0. 91) (1. 9) (1. 3) (0. 92)

常数项
5. 271∗∗∗ 5. 293∗∗∗ 5. 371∗∗∗ 6. 153∗∗∗ 6. 327∗∗∗ 6. 441∗∗∗

(14. 80) (11. 76) (11. 67) (37. 89) (36. 76) (38. 47)
样本数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R2 0. 9169 0. 9017 0. 9008 0. 9870 0. 9903 0. 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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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7 可以看出,在采用分位数回归后,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依然呈显

著的正向影响,且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依然显著,说明数字化技术确

实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服务就业。 与前文得到的数字化技术促进了

服务就业的结果相一致,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化技术对不同规模服务就业的影响作用依然显著为正,也与前文的行业

异质性检验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结果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根据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参数估计结果,K-P

 

Wald
 

F 的统计值为 85. 009,
大于 10%水平的临界值 19. 93,因此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K-P

 

LM
 

的统计值为 38. 138,p 值为 0. 0000,因此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Hansen

 

J 的统计值为 1. 219,p 值为 0. 2696,因此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为外生”
的原假设。 综上所述,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的检验,说明将每百人邮局数和电

话普及率作为数字化技术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化

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确实存

在促进作用。

5　 缩小我国南北地区服务就业差距的进一步解释

前文已述国内鲜有文献从数字化技术和服务就业的视角解释南北经济发

展差距,一方面是我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有地理、历史、文化和体制的原因,另
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是第四次科技革命进步的标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是近 20
年左右才产生的。 科技和产业融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科技与产

业融合的程度也会受到特定区域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等自然条件和人文精神影

响,所以,从技术吸收的视角解释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具有长

周期性、普适性和包容性。
按照前文的假说检验方法,参考经济地理的划分标准,把我国省级行政区

划分为南北两组,对这两组样本进行基准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8。

表 8　 南北地区服务就业影响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南方 北方

dig
0. 205∗∗∗ 0. 119∗∗

(4. 64) (2. 20)

Lnpgdp
0. 009 0. 037∗∗

(0. 56) (2. 12)

is
0. 041 0. 442∗∗∗

(0. 39)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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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南方 北方

tech
0. 219∗∗∗ 0. 029

(2. 83) (0. 42)

admin
0. 127 0. 607∗∗∗

(0. 79) (3. 11)

常数项
5. 784∗∗∗ 4. 309∗∗∗

(12. 98) (9. 63)

样本数 165 165

R2 0. 9821 0. 3618

由表 8 可以看出,南方和北方地区的数字化技术都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

正向影响服务就业,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但南方的影

响系数明显高于北方,结合前文南北方数字化技术水平分布图可以看出,南方

的数字化技术水平显著高于北方,且差距很大,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南北方

的经济发展差距。 数字化技术作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和核

心竞争力,南北方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生态、民生等方面因素的差异,对数字化

技术的吸收程度和能力以及在产业中的应用也不一样。 北方地区创新驱动不

足、新旧动能转换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都是导致南

北方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 许宪春等(2021)通过基尼系数方法构建了包含 36
个指标的南北地区平衡发展指数,可以看出南北地区平衡发展水平总体是逐年

上升的,但南北差距也逐年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主要表现之一。 当然,由于区域间资源、社会和发展模式等先天性的因

素以及后天的政策支持、发展进程、人力资源、经济水平等的不同,也不能要求

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和步伐完全一致,只尽可能地通过提高科技

与产业的融合程度来缩小区域间发展的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平

衡发展。
如果各省份服务就业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这就意味着数字化技术的外

溢效应不受限于地理或行政边界。 空间相关性一般用 Moran􀆳s
 

I(莫兰指数 I)表
示,Moran􀆳s

 

I∈ -1,1[ ] ,I>0 表示正自相关,I<0 表示负自相关,I = 0 表示无空间

自相关。 图 7 描绘了 2008—2018 年中国省域服务就业的 Moran􀆳s
 

I 及其变动情

况,该指数在 0. 190 ~ 0. 216 之间波动,均大于 0,说明各省份的服务就业之间存

在正空间自相关性。
考虑到各省份间服务就业的空间相关性,下文通过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

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进行研究。 我们利用该模型来分析服务就业的空

间相关性,以及估计省份内数字化技术(直接效应)、省份间数字化技术(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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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整体数字化技术(总效应)对服务就业的外溢效应。 设定 SAR 模型如下:
Serit = rh0·w·Serit +τ1digit +τ2Lnpgdpit +τ3 isit +τ4 techit +τ5adminit +πit

(8)

图 7　 各省份服务就业 Moran􀆳s
 

I 及其变动

　 　 在模型(8)中,Serit 表示服务就业,Digit 为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rh0 为空间

滞后因子的相关系数,w 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标准化处理后的 0-1 矩阵),其
他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πit 为误差干扰项。 空间溢

出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9。
由表 9 可知,rh0 显著为正,空间相关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各省份

间的服务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且三种效应下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

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存在空间外溢效应。 地理

位置越邻近,或者空间特征越接近,省份间的数字化技术就可以更好地扩散、交
流、传播,服务就业资源也可以更加合理高效地共享和配置,进而形成服务就业

的空间集聚效应。 所以,促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吸收不仅可以直接有利于本区

域的服务就业扩张,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进一步通过技术扩散的空间溢出效

应来缩小南北服务业就业差距。

6　 主要结论与政策性含义

6.1　 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得到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字

化技术能够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和促进行业分工来促进服务就业的提升;数字化

技术水平越高,通过交易效率的中介效应对服务就业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数字

化技术对劳动、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就业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知识密集

型服务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大;南北方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具有很大的差距,南方

数字化技术水平对服务就业的影响程度也显著高于北方,但数字化技术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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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具有空间外溢性进一步说明数字化技术通过促进服务就业来缩小南北经

济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6.2　 政策性含义

第一,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研发应用的支持力度。 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无
论加入何种控制变量,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均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数字

化技术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服务就业,这充分表明数字化技术可以有效

地促进服务就业。 数字化技术作为核心变量对促进服务就业尤为重要,国家和

地方政府必须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研发应用的支持力度,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到实

体经济中。 深化数字经济融合应用,同时完善数据交易标准、制度,为数据交

易、应用提供制度保障,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从而为服务就业提供更多的

新机遇和新形态,进一步促进“稳增就业”。
第二,鉴于省份间服务就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应该树立“富邻”观念,发挥服

务业发达区域的正外部性,加强跨地区、跨区域服务就业合作,实现人力资源共

享、信息互通,进一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具体来说,可以发挥服务

就业发达省份和经济区的带头作用,合理分工,因地制宜,通过政策导向和数字

化技术发达区域帮扶两种力量,缩小区域间数字化技术和服务就业水平,加强

地理位置邻近区域和空间特征相似区域间的信息、数字化技术和就业资源的交

流合作,共建共享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业等资源,全面构建产业发

展合作共赢的一体化格局。
第三,缩小数字鸿沟,减少区域间尤其是南北方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差异,增

加数字红利。 具体来说,一方面,加快经济发展,发挥北方地区的资源优势,加
快传统产业结构数字化转型步伐,培育新经济、新动能,提升区域创新驱动能

力,缩小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南北地区平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从
根本上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 另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南北、东中

西部地区和城乡地区的差距,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提供坚实基础;推进信息化

建设,以政府、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带动大众的信息技术使用,实现大数据的共

享,缩小群体间的数字鸿沟。
第四,加强与数字化技术应用相适应的就业人员技能培训和专业训练,提

高技能与对应工作要求之间的匹配度,包括技术技能的硬培训以及软技能和情

感技能的培训,以管理和适应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化转型。 由于学习和再

培训技能的能力一般和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所以政府应提升高等教育的吸引

力,并在高等教育中增加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专业课程及实践活动,为数字化

时代服务就业提供高素质和针对性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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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service
 

employmen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oos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narrowing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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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of
 

emerging
 

clas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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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firstly
 

constr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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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mechanism
 

model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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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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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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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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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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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of
 

30
 

provi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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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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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2018
 

with
 

the
 

hel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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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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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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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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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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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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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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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n
 

service
 

employment.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reason
 

that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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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s
 

mainly
 

through
 

improving
 

th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promoting
 

the
 

industry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panding
 

the
 

size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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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service
 

in
 

labor
 

intensive,
 

capital
 

intensive
 

and
 

knowledge
 

intensive
 

service
 

jobs
 

from
 

the
 

overall
 

size
 

and,
 

in
 

turn,
 

increas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fluence. Due
 

to
 

the
 

large
 

gap
 

in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Sout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also
 

reflects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Further,
 

through
 

spatial
 

econometric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service
 

employment
 

has
 

spatial
 

spillover,
 

which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narrow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achiev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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